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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囚徒困境的几个问题  

李伯聪 李军

摘要：囚徒困境是博奕论中的一个重要范例，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伦理

学等广泛的领域。本文简要地介绍和评述了中外学者在这个问题研究中取得的成果及进行解释时提出的多种

见解。囚徒困境提示的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个人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关系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本文最

后介绍了用计算机比赛方法研究重复的囚徒困境和合作问题的成果，分析了“一报还一报”程序取得成功和

合作得以出现的原因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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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什么是囚徒困境 

1994年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把该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约翰·纳什（J.Nash）、约翰·豪尔绍尼

（J.Harsanyi）和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以表彰他们把博奕论（game theory，又译为对策论或游

戏论）应用于现代经济分析所作的卓越贡献。以此为契机，我国在1995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介绍博奕论的

“热潮”。许多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在介绍博奕论的文章中几乎篇篇都会提到所谓的囚徒的困境。 

囚徒困境的原文为the Prisoner's Dilemma，又译为囚犯的两难困难，囚犯难题等。这个问题是大约在1950年首

先由社会心理学家梅里尔·M． 弗勒德（Merril M.Flood ）和经济学家梅尔文·德雷希尔（Melvin Dresher）提出

来的，后来由艾伯特·W．塔克 （Albert W.Tucker）明确地叙述了这种“困境”［1，p.3］。纳什有两篇关于

非合作博奕的重要文章分别发表于1950年和1951年。有人认为：塔克的这项工作同纳什的著作一起“基本上

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奕论的基石。〔2 〕囚徒困境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由此就不难想象了。 

所谓囚徒困境可简要地叙述如下： 

两个涉嫌共谋犯罪的嫌疑犯被捕后被警察关在相互隔离的牢房中。他们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坦白或者保持沉

默（即不坦白）。他们被告知：①如果某个嫌疑犯坦白而其同伙不坦白，则坦白者可获自由而拒不坦白者要

被判10年监禁；②如果二人都坦白，则二人都被判5年监禁； ③如果二人都不坦白，则二人皆被判1年监禁。 

上述情况我们亦可用一支付矩阵表示如下： 

                嫌疑犯乙 

              坦 白    沉 默 

嫌疑犯甲  坦 白     -5, -5    0, -10 

      沉 默     -10, 0    -1, -1 

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嫌疑犯将如何决策和选择呢？ 

在囚徒困境的分析和推论中有以下的前提性设定：①每个局中人（在囚徒困境中就是两个囚徒）都知道“博

奕的规则”和“博奕结果”的支付矩阵；②每个局中人都是理性的，而这里的所谓“理性”是指只要给出两



种备择策略（alternatives），他将总是选择其中对他更有利的那种策略；③局中人是相互隔离不能“串通”，

不能“结盟”的。 

在这种条件下，两个囚徒怎样分析问题和运用“理性”并得到什么结果呢？ 

从甲的“立场”来看，共有两种可能情况。第一种可能情况是乙采取坦白的策略，这时，如果他也坦白则要

入狱5年，如果他不坦白， 则更糟：要入狱10年；两相比较，结论是他应以坦白“对付”乙的坦白策略。第

二种可能情况是乙采取沉默的策略，这时他若也沉默，要入狱1 年，如果他坦白，则可获得自由；两相比

较，结论是他应以坦白对付乙的“沉默”策略。把以上两种可能情况的结论归纳在一起，“总结论”是：无

论乙采用坦白策略还是沉默策略，甲都以采取坦白策略为更“佳”的对策；所以，甲要采取坦白策略。 

很显然，以上推理对于乙也是适用的。 

这样，两个囚徒在“精心推理”之后都采取了坦白策略，结局是两人都被判5年徒刑。 

不难看出，这个推理中似乎带有某种悖论性的因素；因为，如果甲、乙两个囚徒都采取沉默策略，则二人都

只被判1年徒刑， 显然它是一个比二人都入狱5年更好的结果。然而，甲、 乙两个富于“理性计算”精神的

囚徒在“逻辑上正确”的计算一番之后都采取了坦白策略，获得了都被判5年徒刑的结果。 

这里说“逻辑上正确”，是因为甲和乙都是依据以下的推理形式进行推理的： 

（1）P或Q 

（2）如果P，则R 

（3）如果Q，则R 

所以：R 

显然，这是一个正确的逻辑推理形式。 

需要指出，上述案例中的那些具体数字究竟是多少，并不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四种可能的结果组合能否“数

字化”也不具有关键性意义；问题的关键是四种可能的结果组合对于当事人来说，其“好”“坏”程度构成

一个有序的“序列”。即当事人（上述案中的“囚徒”）可在互相比较后将四个结果排出他所认为的“最

好”、“次好”、“第三好”和“最糟”的次序来。 

为了把囚徒困境中的“两难（dilemma）”性甚至“悖论（paradox）”性因素更突出、更尖锐地显示出来，有

人虚构了一个更“典型”的情景［1，p.6］（按：以下的中文转述，为了便于理解，略有改动）：假定在前

述“案例”中，法庭向两个囚犯“宣布”了新的“判决规则”：如果两人都坦白认罪，将被判为快刀砍头的

死刑；如果两人都沉默，则两人将被宣布无罪释放并获赔偿1000元；如果一人坦白，一人沉默，则坦白者可

获自由并加10000元奖赏，而沉默者将被凌迟处死。 在这个“案例”中，“无情”而“严格”的逻辑将使两

个“理性”的囚徒共同选择坦白策略，从而走上高悬一把快刀的断头台，而不选择共同沉默从而获得自由并

且还能在皮包中装上1000元货币。难道这竟然会是“理性人”的“理性”选择吗？ 

    二、囚徒困境的若干分析和实例 

在库恩的“范式”理论中，范式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范例。可是，许多人都只注意了作为“理论框架”和

“科学方法”的范式，而忽略了作为范例的范式。其实，在科学理论体系中和科学活动中，范例所起的重要

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不难看出，囚徒困境正是博奕论中的一个重要范例。 

有人可能会认为：囚徒困境只是“象牙之塔”中的理论家虚构的一种“思想游戏”，或是一种难得一见的特

例。这实在是一种错觉。 

应该承认：囚徒困境最初的确是“象牙之塔”中的“抽象理论思维”的“产物”。如同其他的许多“象牙之

塔”中的产物一样，人们愈来愈深刻地感觉到它同“现实世界”实际上是存在着密切联系的。 

已经发现，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及现实生活中类似囚徒困境的事例是大量存在的。 

对于囚徒困境的原因、条件、性质、意义等问题，博奕论专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

伦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已从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有人注意到在囚徒困境的“案例”中两个局中人不能互相通信是一个限制性条件，因此他们设想这就是造成



囚徒困境的“原因”。例如，有人说：“囚徒的苦恼在于他们不能商量沟通。”〔3〕于是， 有人便提出了

如下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两个局中人可以“进行通信，然后合作”。 

反对者认为这是于事无补、不解决问题的。“显然，一个囚徒要保持沉默的意图不可能引起另一个囚徒有同

样的意图——如果另一方忽视这个意图的话。不准通信的假定对于囚徒困境来说不是关键性的。可以增加一

个通信条件，但这仍然不能造成什么不同，只要假定每个人对可能结果的偏爱顺序与以前相同并且每个人可

以自由地选择与另一个人的意图相反的策略。每个囚徒都可以对另一个囚徒说：‘如果你将保持沉默，那么

我也将保持沉默’；可是，只要每个囚徒可自由地说一套而做另一套，那么困境就没有什么变化”。“有人

也许会假定可能存在着强迫性协议条款，比方说对违反协议进行特定的处罚，这就会改变囚徒的偏好顺序。

这样的假定会改变原有的决策问题的结构。而我们一直假定每一方只对造成他有可能获得的最有利的结果有

兴趣，并且他的偏好顺序是严格给定的。在这个假定之下似乎没有任何合作‘协议’能造成什么不同。”

（［1］，pp.9—10）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囚徒困境的“要害”不是通信问题。有人可能会认为囚徒困境的“要害”在于：每

个局中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对他人的利益漠不关心，为了自利的目的他甚至不惜违背“协议”。这就是囚

徒困境的“要害”。于是，有人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问题的答案：不要做一个利己主义者。 

“这个回答，至少就其现在的叙述方式而言，由于立足于误解而陷于失败。在这个上下文中‘利己主义者’

的最自然的解释是指那些主要——如果不是唯一地——只关心个人利益的人。因此，只关心他自己将在监狱

中关多长时间的囚徒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但是，很清楚，囚徒困境无须受限于这种意义上的利己主义者。可

以构造出一些例子其中的每个人在其所处的选择环境中都与利他主义的。读者可以回想起，对于每个局中人

对结果之偏好的全部要求只是存在着一定的顺序。在此顺序背后的动因可以是利己的，或是利他的，或者是

兼有二者。”比方说，我们可以很简便地构造出另一个例子：情景和条件与本文开头所举的例子皆相同，只

是假定两个囚徒在进行决策选择时，决定偏好顺序的标准不是完全与唯一的利己标准，而是完全是唯一的利

他标准，这时的结果会有什么变化吗？没有。所谓的囚徒困境在这个“利他主义者”的“情景”中依然是一

个“困境”。所以，囚徒困境的前提条件是偏好的发散（divergence）而不是自私自利或对他人的漠不关心

［1，p.1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学者在介绍、解释和评论囚徒困境时许多人都特别强调囚徒困境凸现了个人理性和

集体理性的矛盾。例如，张维迎说：“囚徒困境反映了一个很深刻的问题，这就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

盾。”（［2］，p.123）郑也夫说：“理性的个人，加在一起成了非理性的社会。”〔3〕茅于轼说：“囚犯

难题具有极深刻的含义， 它解释了何以短视地以利益为目标将导致对大家都不利的结局。 ”〔4〕李子江使

用了专业性的学术用语，指出在囚徒困境中，“双方都会选择对自己收益最大，风险最小的策略，从而导致

了对策的稳定均衡点的出现。”这就是所谓纳什均衡点（其定义为：假使其他参加者不变换策略，任何单个

参加者不能以单方面变换策略来提高他的支付）。但这一纳什均衡点却不是全局的最优解（帕累托最

优）。”由此可见，双方都采取最优策略时，整个对策系统却处于较劣的品质。”〔5 〕这些专门术语的含

义换成“易懂”的术语也是认为囚徒困境揭示“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矛盾”。 

我国学者已举出了许多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的属于囚徒困境的事例。 

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如大家都好好干，粮食打得多些，大家不是都可以过得好些吗？问题在于：我好好

干，你不好好干，我吃亏，你好好干，我不好好干，我占便宜，于是，纳什均衡就是大家都不好好干，都饿

肚子。”（［2］，p.124） 

在囚徒困境中，两个囚徒都选择了坦白认罪策略。“这个结果与他们是否真的有罪（按：本段为叙述方便，

转引时对原文略有改动，但对原文之原义绝无修改）无关，他们即使无罪，也会做出承认有罪的选择。‘文

革’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之所以能使一大批人承认自己的‘罪行’，其奥妙即在于此。”〔4〕此

外， 大家常见的挤公共汽车，大家痛恨的行贿成风，也都是囚徒困境的“表现”。 

实际的现实生活是复杂的。人们发现：囚徒困境的“社会效果”也并不总是负面效果，在特定条件下，它也



可能造成某种对社会有益的效果。 

在经济学中最常提到的事例是卡特尔欺骗和寡头垄断的定价问题〔6〕〔7〕。设想有两个寡头垄断厂家，若

遵守协议的垄断价格，则两个寡头皆可获得高额利润。若一方违反协议降价促销，则可获得更高额的利润，

对方因产品滞销，只能获得很少的利润。两个寡头都按这个“思路”考虑定价策略，结果是大家都不遵守协

议，都降低销价，结果都不能获得高额利润，而只能得较少的利润。容易看出，在这种情况和条件下的卖方

垄断寡头陷入囚徒困境是有利于消费者、有益于社会的。所以许多国家都在法律上不允许卖方垄断寡头订立

垄断价格协议。 

有的中国读者也许会认为：西方经济学著作中经常讲述的这个例子同中国的经济现实相距太远。很凑巧，最

近的新闻媒介报道了一个中国的真实事例〔8〕。1996年北京市百货大楼、 西单商场等八大商场与小天鹅、

海棠等九大洗衣机厂签订了一个名为《关于统一首都洗衣机市场零售价的联合协议书》而实为制定垄断价格

的协议。不久，有的商场就开始悄悄地违反这个协议了。可以看出：这表明囚徒困境的“现象”已经开始显

露端倪了。2月8日，北京市工商局明确表示：八大商场与九大洗衣机厂的行为属不正当竞争和损害消费者权

益的违法行为，应立即制止。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上举各例严格地说起来并不是“两人”的囚徒困境问题，而是属于多人或大规模囚徒

困境（an n-person or large scale Prisoner's Dilemma）类型的问题。 目前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常常谈到的“免费

搭车”（free riders， 又译为“搭便车”或“白搭车”）现象就是在这种“大规模囚徒困境”中产生的。

（关于大规模囚徒困境的简要论述和分析，可见文献［1］，pp.13—14） 

    三、理性、道德和囚徒困境 

理性和道德都是哲学的基本范畴，是许多哲学家竞相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可是，在西方哲学史上，虽然对理

性的研究和对道德的研究也有某些联系，但总的来看，仍需认为它们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以康德为例，

他是近代欧洲哲学史上罕见的同时在理性研究和道德研究中所得“超一流”成就的哲学大师，他的《纯粹理

性批判》（以研究理论理性为主题）和《实践理性批判》（以研究道德为主题）都是“头等”的哲学名著。

可是，他的关于理论理性的理论与关于道德哲学的理论仍然是割裂的，二者之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囚徒困境的重要启示之一就是它要求哲学家把对理性的研究同对道德的研究“内在

的”、“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 

传统上，哲学家主要是致力于在认识论领域中对理性问题进行研究的；现在，可以看出：为了深化对理性的

哲学研究，哲学家已经必须努力借鉴和积极参与经济学和伦理学中对理性问题的相关研究了。 

前文言及囚徒困境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显然不但是一个重要的经

济学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所变化和不断深化的。张维迎指出，现代“经济学越来

越重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特别是经济学开始注意到理性人的个人理性行为可能导致的集体非理性。这

一点和传统经济学形成明显对照，在传统经济学里，价格可以使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达到一致。现代经济学

开始注意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与冲突，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象传统经济学主张的那样通

过政府干预来避免市场失败所导致的无效状态，而是认为，如果一种制度完排不能满足个人理性的话，就不

能贯彻下去。所以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

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2］，p.121）“从囚犯困境中，我们可以引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一种制度（体制）安排，要发生效力，必须是一种纳什均衡。否则，这种制度安排便不能成立。”（［2］，

p.124） 

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要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取得新的进展，还有待于哲学家、经济学家

和伦理学家的协力研究。 

本文第二节中曾谈到造成囚徒困境的“要害”不是利己主义问题。很显然，其含义决不是说囚徒困境同伦理

学无关，也不是说利己主义同道德主义的分歧对囚徒困境问题没有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很不简单罢了。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利己主义者（在其所有的行动中都试图使他的偏好所得最优化）同道德主义者（在某

所有的行动中都试图使那些受其行动影响的那些人的偏好所得最优化）的区别是根本性的，是不容混淆的。

约翰·沃特金斯承认这两种人都是聪明和有理性的。他曾经通过研究得出三个结论：①两个理性的利己主义者

在囚徒困境的情景中是处于真正的两难困境（dilemma）中； ②两个道德主义者在这样的情景中大概也完全

处于两难困境中；③道德主义渗入其中有时使情景变得更好，有时则变得更糟；道德主义在这里对利己主义

没有明显的优势。后来，通过更详细而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需要放弃论点①，坚持论点②，弱化论点③。值

得特别注意的是他的研究还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假如在社会中道德主义者占一个很大的多数，比如说95％

或更多，那么，对一个人转向道德主义的激励就会相当强。”“将会出现一种带头羊式的效果（bandwagon 

effeet）：如果道德主义已经在这个社会传播得相当广的话，则可望它的传播会更广。”（［1］，p.74） 

由于囚徒困境同伦理学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当代美国最著名的伦理学家罗尔斯和诺齐克在他们的伦理学名著

〔9〕〔10 〕中都涉及了囚徒困境，这就不足为奇，而是很自然的了。 

    四、合作、进化和囚徒困境 

在囚徒困境的研究和分析中，合作问题居于某种枢纽性的地位。这个问题同上述的理性问题、道德问题有着

十分密切的联系，但我们也可把它当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进行研究。 

本文以上谈到的囚徒困境都是指“一次性博奕”条件下的困境。在这种条件下，局中人对合作都没有兴趣。

可是，如果博奕不是一次性的，而且可以多次重复的博奕，情况就要发生变化了。例如，在所举两个囚徒的

例子中，如果不同的判决结果仅仅是立即释放条件下罚金数目的多少，那么，这两个囚徒就完全有可能在以

后的日子里多次重复地遇到同样的困境了。这就产生了重复的囚徒困境问题。 

在这方面的研究中试图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一个没有核心权威的利己主义者的世界上什么条件能使合

作出现？（［1］，p.320）这个问题在政治哲学、国际政治、经济学、进化论等许多领域中都是非常重要

的。在彻头彻尾自私自利的生物群落中能发展出一种合作战略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它对进化论的重要意

义是不言而喻的。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罗伯特·阿克塞尔洛德（Robert Axelrod）组织了两次有关的计算机比赛，得到令了人惊讶

的结果。（［11］、［1］，pp.320－338） 

计算机比赛的方式是征集一些编成计算机程序的战略，每一特定的战略按一定的规则以自己的合作策略或欺

骗策略对付博奕对手的合作策略或欺骗策略。例如，全骗战略（ALLD）是每一回合的博奕都进行欺骗；随机

战略是以随机方法决定在一次博奕中是进行合作还是进行欺骗，等等。在比赛时让这些战略进行“随机

赛”，然后以比较每个战略得分的多少来衡量其优劣。 

第一次比赛时共有15个程序参加比赛。这15个程序中有简单的，也有复杂的。令人惊讶的是，所有程序中最

短的一个程序（只有四行）取得了胜利。 这个程序是一位心理学家兼哲学家安纳托尔·拉波波特（Anatol 

Rapoport）设计的，它被称为一报还一报（TIT FOR TAT）。这个程序的战略原则是：第一回合进行合作，

以后不管对方怎么走，均采取对方上一个回合中的策略。 

在总结了第一次比赛的经验教训后，阿克塞尔洛德组织了更大规模的第二次比赛，他不仅邀请了第一次的所

有参加者，而且广为宣传争取有更多的人参加。他还给每位参赛者寄去了一份关于第一次比赛的分析。他特

别着重分析了善良（不首先进行欺骗，但允许以欺骗报复欺骗）和宽恕（报复之后不再怀恨在心）这两个战

略性概念。“一报还一报”就兼具这两种特性，第二次比赛有6个国家、11个专业的62位参赛者。 这次提出

的程序总的来看要比第一次复杂得多。最复杂的一个程序是用FORTRAN语言写的，共152行。拉波波德再次

提出“一报还一报”参加比赛，这个程序在第二次比赛的所有程序中仍然是最短的。 

结果真是让人目瞪口呆——“一报还一报”再次取得了胜利。 

第二次比赛的参赛者中，有的人不愿相信善良战略，他们宁愿相信可以用比较巧妙的花招和诡计战胜对手。

而第二次比赛的结果却再次证明了善良战略的成功；在前十五名中只有第八名不是善良程序，而最后十五名

中只有一名是善良程序。第二次比赛结果提示出的第三个重要战略概念是可激怒性，即应该很快地被欺骗者



激怒并进行报复。 

第二次比赛后，阿克塞尔洛德又进行了一些重赛，其中的模拟生态适应性的“生态比赛”尤为重要。在这种

比赛中，失败的程序最终将遭到生态灭绝的厄运。饶有趣味的是前述的第八名不善良程序在前200 代生态比

赛中成绩颇佳，随后由于比较弱的程序逐步灭绝，整个生态环境中优良程序比例增大，这个不善良程序在大

约1000代比赛时同那些被它欺骗过的程序一样也遭到了灭绝的命运。而“一报还一报”在生态比赛中愈来愈

遥遥领先。 

阿克塞尔洛德认为关于合作的演化有三个基本问题：①初始存活性问题：在一个普遍进行欺骗的世界上，合

作怎样才能开始？答案是需有一小批合作的生物体侵入，即使只有一小撮也足以使合作有一个立足之地；②

强壮性问题：具有善良性、可激怒性、宽恕性、可识别性特点的战略才是具有强壮性的战略；③稳定性问

题：欺骗的世界可被一伙合作者侵入，而合作者的世界却能不让欺骗者侵入。一旦合作建立起来，它将永远

持续下去。 

在对囚徒困境的研究中还有一些其它的重要结果，例如：克雷普斯（Kreps）等四位学者在囚徒困境中增加了

一些假定， 证明了短期合作的可能性。〔12〕 

在本文的最后，我还想为霍布斯作一点辩护。在我国许多学者的笔下，霍布斯成了一个只知武断地认定“人

对人象狼一样”的凶神恶煞。这其实是对霍布斯的人云亦云的误解。霍布斯说：“每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

的希望，就应该力求和平；在不能得到和平时，他就可以寻求并且利用战争的一切帮助和利益。”前者就是

“寻求和平，信守和平”，后者就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卫我们自己。”〔13〕不难看出，霍布斯的

这个观点同“一报还一报”在精神实质上是颇为相通的。 

总而言之，囚徒困境提出了许多饶有趣味而重要的问题，但愿今后能有更多的中国学者加入到研究这些问题

的行列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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